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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美国学者狄百瑞等人提出的儒学文化是工业东亚兴起的主要文化动力

的理论 , 具有文化悖论的思想矛盾。 儒学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二律背

反关系。 一方面 , 儒学以其所具有的主体意识、 入世意识、 家国意识、 道德意识和

自律意识等文化意识对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张力作用 ; 另一方面 , 儒学又以其缺乏乃

至拒斥科技意识、 民主意识、 平等意识、 法治意识和经济意识等文化意识对现代化

具有严重的阻力作用。 因此 , 若以儒学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文化动因立论 , 就

有可能使中国现代化重新陷入二律背反的中西体用之争的两难选择之中。

现代新儒学的一些代表人物的重要贡献之一 , 就是提出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一凝重

的文化课题。 但是 , 在论及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时 , 特别是论及儒学与工业东亚兴起的关系

时 , 现代新儒学的论述大多有夸大儒学对现代化的正面作用、 特别是夸大儒学对经济发展的

正面作用的倾向。 鉴于这种倾向 , 本文拟提出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一种新视角 , 并兼论及新

世纪中国儒学的可能走向。

一、 工业东亚引出的文化悖论

由于工业东亚的兴起 , 国内外学术界相继提出了探索其兴起原因的各种解释性理论。 这

些解释性理论众说纷纭 , 但若作一粗略分类 , 大体上可分为两类: 一是所谓 “制度论” , 即认

为工业东亚的兴起主要缘于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成熟。二是所谓 “文化论” , 即认为

工业东亚的兴起主要缘于其文化动因 , 特别是工业东亚所共有的儒家文化背景。

众所周知 ,对文化与经济相互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最初发轫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他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等论著中对这一研究所作的基本结论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 ,

以宗教为核心的民族文化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其二 , 经过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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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新教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 而像儒教、 佛教和伊斯兰教

这些未经过宗教改革的宗教则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

本世纪以来 , 韦伯的上述理论几乎成为分析东西方文化和经济差异的定论。 然而 , 自进

入 60年代之后 , 由于工业东亚的逐渐兴起 , 韦伯理论开始受到批评。最先对韦伯的理论提出

批评的是美国学者狄百瑞及一批华裔学者。这些学者在批评中虽然对韦伯的中国文化观提出

了批驳 , 特别是对他的儒学文化观提出了批驳 , 但对韦伯理论的核心——民族文化与该民族

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并未提出质疑 , 而只是论证儒教伦理也是一种有

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宗教文化背景。

在探索工业东亚兴起的诸多动因时把文化动因作为一种可能的动因确有一定的立论基

础 ,因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确实要有相应的文化张力。但是 , 若夸大文化张力作用 , 特

别是把儒学文化作为解释工业东亚兴起的主要文化动因 , 就不能不使人有所犹疑。

首先 , 在工业东亚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 , 文化张力到底占有多大成分? 毫无疑问 , 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确实受制于一定的文化背景。 就此而言 , 无论是现代文化论派 , 还

是古典文化论派 , 无疑都包含着合理的理论成分。 但是 ,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是一

种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系统演进过程 , 无论是单一的 “制度论” , 还是单一的 “文化论” , 都不

足以真正揭示其发展的客观原因。韦伯本人就曾告诫人们不要夸大他的考察的重要性。事实

也的确如此。 以居于工业东亚之首的日本的现代化历程为例 , 其战后初期在美军占领下的民

主改革 , 美国对日本经济的复兴所给予的大力扶持 , “韩战” 和 “越战” 期间美国军需对日本

经济发展的刺激 , 50年代至 70年代在国际贸易领域自由贸易政策的盛行为日本经济发展所

提供的国际发展空间 , 日本作为战败国只允许其维持自卫队的较低的军费开支 , 不断修正和

发展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和教育政策 ,无疑都是日本在战后迅速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动因。而

这些动因 , 很难用单一的 “制度论” 来解释 , 更难以用单一的 “文化论” 来解释。日本如此 ,

韩国、 新加坡、 台湾、 香港亦然。

其次 , 就工业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而言 , 东亚的文化背景也并不完全相同。 退而言

之 , 即使完全相同或相似 , 东亚的这种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也只有可能界定为中国文化背

景 , 而不能单纯界定为儒学文化背景。因此 , 尽管儒学文化在工业东亚的经济发展中确实起

了并仍起着某种张力作用 , 但若夸大儒学文化的这种张力作用 , 对中国现代化也可能形成一

种误导。因为日本的儒、 韩国的儒与中国的儒未必尽然相同 , 所以儒在日本、 儒在韩国与儒

在中国所起的历史作用也未必尽然相同。 以宋明理学为例 , 其在日本是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

响 , 而在中国 , 则是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

此外 , 如果儒学文化真有如同某些文化论派学者所论的那样大的张力作用的话 , 这在逻

辑上也必然会引出一个文化悖论: 作为儒学文化发源地的中国 , 作为最具有儒学文化传统的

中国 , 它从儒学文化中所获得的对于现代化的张力作用应当最大 , 因而其现代化进程也应当

最迅速 , 其现代化成就也应当最为卓著 , 然而历史的结论却恰恰相反。

应当说 , 无论是哪一种历史形态的儒学 , 甚至包括为现代新儒家所普遍否定的两汉儒学

在内 , 整个儒学乃是精华与糟粕一体 ; 而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现代化所起的作用 ,

乃是正面的张力作用与负面的阻力作用并存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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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儒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张力

无论就哪一种历史形态的儒学而言 ,儒学都属于一种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所谓内圣之学 ,

也可谓一种修身养性的为士之学 ; 所谓外王之学 , 也可谓一种治国安邦的入仕之学。 所以儒

学也可谓育士入仕之学、 修身治国之学。 而儒学自西汉武帝之后所以被历代封建王朝奉为显

学或官学 , 除了它确实投合历代王朝以图宗族统治的长治久安这一政治需要之外 , 还在于儒

学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凝聚承担过某种精神内核的作用。对于这两方面的作用 , 如果把前者

称为儒学的阶级性功能的话 , 那么后者则可称为儒学的民族性功能。而就儒学的民族性功能

而言 , 可以说正是儒学以其主体意识、 入世意识、 家国意识、 道德意识、 自律意识等文化意

识熔铸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魂。本文所论及的儒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正面作用 ,或

者说主要张力作用 , 也系指在民族精神层面上儒学对于中国现代化具有的主要张力作用。

主体意识可以说是使儒学具有民族精神熔铸功能的主要文化意识之一。 始终具有高扬的

主体意识 , 可说是儒学有别于道家、 佛教等其它哲学和宗教文化形态的最主要的也是最具有

哲学意蕴的文化意识。 孔子云: “三军可夺帅也 , 匹夫不可夺志也。”
①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这种

主体意识 , 言 “万物皆备于我”②和 “养吾浩然之气”③。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进一步高扬

孔孟的这种主体意识。 虽然陆王在高扬这种主体意识时多走向极端 , 但如陆九渊所提出的

“收拾精神 , 自作主宰”
④
等命题亦含有高扬主体意识的合理成分。可以说 ,正是儒学的这种高

扬的主体意识 , 熔铸了中华民族自立、 自尊、 自强的民族精神。 而这种高扬的主体意识对于

中国现代化所具有的张力作用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

入世意识是使儒学具有民族精神熔铸功能的另一重要文化意识。道家求遁世 , 佛教尚出

世 , 而儒家则始终具有积极的入世意识 , 具有昂扬的入世情怀。 孔孟的言行处处洋溢着这种

积极的入世意识和昂扬的入世情怀。 《大学》 则将孔子的入世意识具体化为 “三纲” 和 “八

目” 的行动纲领。 “三纲” 即所谓 “明明德、 亲民、 止于至善” ; “八目” 则是 “格物、 至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儒家所倡导的入世意识虽然以入仕为目标 , 但即

使不能入仕 , 儒家也不主张消极的遁世或出世 , 而应当 “独善其身” 和 “独行其道”。儒学的

这种文化意识不仅陶冶了儒士的积极的入世意识 ,同时也熔铸了中华民族的积极的入世情怀。

这种积极的入世意识和入世情怀同样是中国现代化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家国意识是由入世意识衍生的儒学的另一重要文化意识。孟子云: “天下之本在国 , 国之

本在家”⑤。可以说 , 在诸子百家及此后传入的佛教等各种学说中 , 没有哪一家学说有像儒家

如此强烈的家国意识。儒学强调个人对家庭的责任 , 特别是强调个人对国家的责任。“齐家治

国” 既是儒家的人生理想 , 也是儒家的行动纲领。 《大学》 中所谓 “欲治其国者 , 先齐其家 ;

欲齐其家者 , 先修其身” 正是儒学这种强烈的家国意识的精要表述。而 “天下兴亡 , 匹夫有

责” 则可以说是浓缩了儒学的家国意识特别是国家意识的至理格言。中华民族所以具有源远

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 , 儒学的家国意识在其中所起的熔铸作用功不可没。而这种作为爱国主

义精神之源的家国意识 , 同样也是中国现代化不可缺少的精神张力。

道德意识是儒学有别于其它学派的重要文化意识之一。 具有突出的道德意识 , 可以说是

儒学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说 , 以道德本体论为基点的道德主体论、 道德政治论、 道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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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道德自律论等道德理论在儒学中占有主导地位。 儒学的所谓 “内圣” 之学 , 实为士人

修身至德之学 ; 而儒学的所谓 “外王” 之学 , 则实为仕者以德治国之学。虽然儒学的以德治

国的德治理论不免过于理想化 , 但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和重视社会的道德建设 , 对于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中华民族的现代道德规范建设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 并因此对于中国

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精神动力。

自律意识是由道德意识和伦理意识衍生出的儒学的另一重要文化意识。儒学的内圣之学 ,

实际上是士人的自律之学: 在心灵之内 , 个人要严以 “克己” , 达到一种 “止于至善” 的道德

境界。在心灵之外 , 个人要严以律己 , 力戒 “非礼” , 做到 “非礼勿视 , 非礼勿听 , 非礼勿言 ,

非礼勿动” , 做一个 “止于至善” 的仁人君子。以心灵的严以克己达到行为的严以律己 , 这就

是儒学的自律意识。西学崇尚人的自由意识 , 儒学崇尚人的自律意识。 就此而言 , 崇尚自律

意识显然比单纯崇尚自由意识有更深层的理性精神。因为自律包含自由而又高于自由。它表

明 , 儒家认识到个人行为是个人自由与社会律令的辩证统一 , 而自律实际上也就是个人自由

与社会律令辩证统一的一种道德理性精神。两者相比 , 讲自律显然比单纯讲自由更有利于建

设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因此 , 自律意识也是儒学能对中国现代化具有张力作用的

一种重要的文化意识。

儒学对于中国现代化具有张力作用的文化意识当然不止以上数种 , 但仅以上数种若能如

一些现代新儒家所言的那样进行 “创造性的转化” , 它们确实不仅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精神张

力 , 而且能成为熔铸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一个重要源泉。

三、 儒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阻力

由于民主革命的胜利 , 使得作为维护封建专制政统的政治层面上的儒学对于中国现代化

的负面影响已基本上被清除。但是 , 儒学作为一个整体 , 特别是作为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起过熔铸作用的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 , 无论其外王之学 , 还是其内圣之学 , 至今仍对中国现

代化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 具有不可小视的精神阻力。

现代化的核心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一种文化对现代化是否具有张力作用 , 首先要看其是

否具有一定的面对自然的科技意识。 就此而言 , 无论哪一种历史形态的儒学 , 不仅缺乏一定

的科技意识 ,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科学技术持有拒斥倾向。 这种倾向正是中国古代科学始终

停留在经验科学阶段、 古代技术始终停留在工匠技术阶段的内在的文化背景原因 , 也正是

“五四” 运动所以要请来 “赛先生” ( Science) 打倒 “孔先生” 的主要的文化背景原因。虽然

牟宗三先生等现代新儒家主张从儒家的内圣之学中 “开出” 科学这一新外王 , 但就儒学本身

的文化基因而言 , 从中实在难以 “开出” 科学这一新外王。 在邓小平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 这一论断之前 , 中华民族的科技意识淡薄 , 儒学实在要承担主要责任。 尽管科学技

术的异化表明科学技术也有其负面影响 , 儒学拒斥科学技术的倾向作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客

观上有利于科学主义的反省 , 但儒学贬抑和拒斥科学技术的倾向 , 将仍然是中国现代化所不

得不面对的主要的思想阻力。

无论哪一种历史形态的儒学 , 同样都缺乏最基本的民主意识。虽然儒学确实有民贵君轻

的民本主义思想 , 但民本不是民主 , 因为民本是为了 “主民” , 为了专制 , 顶多也只是儒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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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仁政王道政治 , 而不是为了民主。 有些人认为儒家主张帝王开庭议以广纳忠言 , 主张

国家开科举以广纳贤才 , 这就是一种儒家式的民主 , 或者说是一种中国式的民主。其实这也

是一种误解。因为民主首先是一种政体 ,其次才是一种作风。儒学缺乏最基本的民主意识 , 这

也是五四运动所要请来 “德先生” (democracy )打倒 “孔先生” 的原因。牟宗三先生等新儒家

欲从儒学的内圣之学 “开出”民主的新政统 ,并由此进行所谓儒学的重建。这反过来说明 , 无

论对儒学怎样怀有敬意 , 在儒学中只能找到民本意识而找不到民主意识。因此 , 就儒学本身

的文化基因而言 , 从儒学中实在难以开出民主的新外王。同 “五四” 运动时期相比 , 中国已

在民主道路上大大向前迈进了。 但儒学对民主的拒斥倾向 , 也将仍然是中国现代化所不得不

面对的严重的负面影响。

儒学对于中国现代化所具有的另一严重的负面作用 , 是其强烈的等级意识所具有的对于

现代化所必须的平等意识的拒斥作用。在儒学的各种形态中 , 没有任何平等意识可言。虽然

儒学的确讲 “仁者爱人” 和 “民为国本” , 并因此使儒学具有民本意识和仁爱意识。但儒学的

民本主义和仁爱思想是一种君主和上等人居高临下地对下等人的爱 , 是一种类似于牧羊人对

于羊群的爱。 儒家历来有 “牧民” 之说 , 可以说切中儒学民本主义和仁爱思想的要害。孔子

讲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 孟子讲 “劳心者治人” , 以及发端于孔子而完成于董仲舒的 “三

纲” 之说 , 都表明在儒学中的君臣、 官民、 上下、 夫妇、 父子、 男女、 长幼、 贫富、 贵贱、 知

愚以及劳心者劳力者之间 , 从来就没有平等的人格和人权可言。 如果说西学的天赋人权论所

崇尚的重要文化意识之一是人的平等意识的话 , 那么儒学的先天人格论所崇尚的则是人的等

级意识。儒学的这种强烈的等级意识曾给中华民族特别是下层民众造成深重的苦难。 如果说

“五四” 运动的反儒思潮还不够彻底的话 , 那就是少请了一位 “易先生” ( equality平等 )。而

儒学的等级意识所具有的对平等意识的拒斥作用 , 也仍然是中国现代化所不得不面对的严重

阻力。

若从文化基因上探讨儒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和阻力作用 , 儒学还不只缺乏乃至

拒斥科学意识、 民主意识和平等意识 , 儒学同样也表现出了根深蒂固的以德治对于法治的拒

斥倾向。所谓 “道之以政 , 齐之以刑 , 民免而无耻 ; 道之以德 , 齐之以礼 , 有耻且格”
⑥
。自

孔子之后 , 几乎所有的儒家都有一种以 “德治” 拒斥 “法治” 的倾向。 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

上 , 中国的法治始终步履维艰 , 这与儒学缺乏乃至拒斥法治的倾向是密切相关的。韦伯在探

索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文化根源时曾认为: “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 ,

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 就此而言 , 若说 “五四”

运动还有什么不足的话 , 那就是在打倒孔家店时还少请了一位 “罗先生” ( law法律 )。无论是

哪一种形态的市场经济 , 都应当是法律经济。 而任何一种形态的现代化社会 , 也必然是法制

社会。 儒学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以德治拒斥法治的倾向 , 也将仍然是中国现代化所不得不面对

的严重阻力和负面影响。

在各个时期和各种流派的儒学中 , 除了孟子有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小农经济思想 , 并

主张 “夫仁政 , 必自经界始” 外 , 绝大多数儒家都缺乏深层的经济意识。这是由于儒学的价

值观造成的内外两重局限性决定的。 其一 , 就内圣之学的价值取向而言 , 也可以说从士者个

人的价值取向而言 , 士者个人只要能由士入仕 , “学也 , 禄在其中矣” , 焉用稼? 其二 , 就外

王之学的价值取向而言 , 也可说从仕者阶层的社会价值取向而言 , 仕者所关心的主要是社会

·40·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7年第 1期



稳定而不是社会富裕。在孔子看来 , 社会稳定的主要制衡器是 “均” , 因此 “有国有家者 , 不

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⑦虽然孔子的 “均”的思想对于反对社会分配不公和反对财

富过分集中有一定的合理性 , 但由此所造成的所谓 “君子谋道不谋食” 和 “君子忧道不忧

贫” 的儒家的经济价值观 , 无论从其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的价值取向来看 , 都使儒家不关注社

会经济的发展 , 缺乏深沉的经济意识和经济思想。 而经济既是一切社会赖以生存和运行的基

础 , 更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中心和主体。 因此 , 若说 “五四” 运动在打倒孔家店时还有什么

局限性的话 ,那就是还少请了另外一位 “易先生” ( economy经济 )。中国在历经千曲万折之后 ,

直到当代才在党的基本路线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说明儒学贬抑乃至拒斥经济意识 , 曾

给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何等严重阻力和负面影响。

科技意识、 民主意识、 平等意识、 法制意识和经济意识可以说是推动一个国家在现代化

道路上不断迈进的五大深层次的文化意识 , 而儒家文化所缺乏甚至持拒斥倾向的正是这五大

文化意识。儒家的这些文化基因上的先天的局限性 , 曾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严重阻力和负面

影响 , 并且仍是中国现代化所不得不面对的传统文化的主要阻力作用。

四、 二律背反中的两难选择

本文以理想化的分析方法简要分析了儒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正面作用和主要负面影

响。但是 , 儒学本身是一种有机的文化形态。 其民族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往往是有机地化合

在一起。其精华所在 , 往往是其糟粕所在。其功勋所在 , 往往是其罪孽所在。其张力所在 , 往

往也是其阻力所在。因此 , 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 特别是如何解决儒学与现代

化的关系问题 , 实在是一个极难以作出合理取舍的复杂的二律背反问题。

儒学高扬的主体意识确实对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张力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 , 儒学的高扬

的主体意识往往是与其极端的唯我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化合在一起的。 孟子讲 “万物皆备于

我” 时尚有高扬主体意识的意蕴 , 但他同时讲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 “如欲平治天下 , 当今

之世 , 舍我其谁也?”
⑧
大有没有他孟子就会天崩地裂的味道。陆王心学在继承孟子的学说时 ,

或言 “宇宙便是吾心 , 吾心即是宇宙” ; 或言 “心外无物 , 心外无理” , 则更是把这种主体意

识推到唯我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极端。 因此 , 儒家特别是继承陆王心学的儒家大多有一种

狂狷孤傲、 纵恣独断、 舍我其谁的文化心态。 虽然陆王心学和现代新儒学的主体意识均有其

合理性的一面 , 但当我们在肯定和弘扬儒学高扬的主体意识时 , 我们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与这

种高扬的主体意识密切相关的唯我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负面影响和阻力作用。

儒学的积极的入世意识对于现代化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正面作用和张力。但是也必须看到 ,

儒学的积极的入世意识往往以入仕为终极目标。孔子云: “学也 , 禄在其中矣。” 孟子更为露

骨的宣称: “士之仕也 , 犹农夫之耕也。” 《大学》 为士人制定的三纲八目的行动纲领的终极目

标同样是入仕治国。在封建社会 , 假如既没有家产可继 , 又没有任何谋生手段 , 士人就只能

在 “为官” 和 “为丐” 之间作出选择。虽然对于儒家的由士入仕的人生理想不能一概否定 , 但

把入仕作为入世的唯一价值取向所积淀而成的强烈乃至狂热的官本位意识 , 同样也不能不对

中国现代化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同样 , 儒学的家国意识、 道德意识、 自律意识等文化意识在对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张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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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同时 , 也具有与张力作用密不可分的阻力作用。显而易见 , 面对儒学与现代化的二律背

反 , 确实也相应地面对着一种复杂的两难选择。面对着这种复杂的两难选择 , 自鸦片战争的

炮火轰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 , 即有不少人相继提出各种选择模型: 如 “全盘西化论” ,

“固守国粹论” , “中体西用论” , “西体中用论” 等。这些选择模型实际上大多未跳出中西之争

与体用之争的二元论局限。而鲁迅提出的 “拿来主义” 模型 , 倒是一种更有理性的选择模型。

就中国而论 , 只要论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 就不能不面对儒学文化与现代化的二

律背反的两难选择问题。同样 , 现代新儒家在力图弘扬中国文化主体意识及反对全盘西化的

探索中 , 也不能不面对这一复杂的两难选择问题。 对此 , 现代新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提出了

诸如 “返本开新论”、 “文化本位论”、 “儒学本体论”、 “中西融和论”、 “援西人儒论” 等各种

选择模型。这些选择模型虽然各有小异 , 但均属大同: 即基本上仍未跳出传统的中西之争和

体用之争的框架 , 甚至仍未跳出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论的框架。倒是美籍学者傅伟勋先生

提出的 “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 有些新意。

在两难选择的多种选择模型中 , 如果说还真有什么中西体用之争的话 , 那么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早已作出了历史的选择: 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古为今用和洋为

中用的体用模型。 应当说 , 这是各种选择模型中最具有科学性的选择模型。 因为包括儒学在

内的所有 “国学” 的科学性 , 实在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相提并论。

在世界性的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回归的思潮中 , 在发达国家对后工业化社会进行反思的历

史回流中 , 儒学文化确实因其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这两大世界性思潮而重现其某些被埋没的

光采。 因此 , 就儒学文化在新世纪的可能走向而言 , 其某些合理性文化内核不仅将进一步受

到中华民族的认同 , 而且也将受到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将只是一种经

过否定和批判之后的认同。 若以黑格尔三段论来表述儒学自兴起之后的历史命运 , 则 “五

四” 运动前的儒学基本上处于 “正” 的发展阶段 , 此后基本上被置于 “反” 的历史阶段。 而

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 , 儒学将被置于 “合” 的历史阶段。这就是说 , 在中国的以马克思主义

为主体文化的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中 , 儒学作为 “多元” 中的 “一元” 将会在守常中有所应变 ,

在返本中有所开新。但无论如何 , 这种曾经既给中华民族带来荣耀同时又给中华民族造成苦

难的儒学 , 中华民族绝不会因它是自家珍宝而把它重新奉为显学。因此 , 无论现代新儒家和

国外某些赞同儒学的学者怀着怎样悲天怜人的情怀 , 也无论儒学怎样守常以应变和返本而开

新 , 儒学都不可能在新世纪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单独承担 “为天地立心 , 为生民立命 , 为往

圣继绝学 , 为万世开太平” 的历史重任。

注　释:

①⑥⑦　 《论语》 “子罕” , “为政” , “季氏”。

②③⑤⑧　 《孟子》 “尽心” , “公孙丑” , “离娄” , “公孙丑”。

④　 《象山全集》 卷 35

(责任编辑　严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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